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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我们处在历史教学改革的关键时期。在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引领下，

历史教学翻开了新的一页。统编教科书的知识体量太大，《中外历史纲要》要在

一年内完成，每学期都是一门通史;选择性必修三册也是一年完成，每一个单元

都是一门专史，老师也不大可能再以句句斟酌诠释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。那么，

老师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，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激发学生思考、涵育素养？

窃以为，我们习惯的启发式讲授在当下仍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

众所周知，启发式讲授把启发和讲授结合起来，讲授是启发的铺垫与引领，

启发是讲授的补充与延伸，兼顾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;它历史悠久，

不仅在人类教育史上地位突出，而且在当代历史教学中也不落伍。 

思想性是历史学科最重要的属性。在一线教学中，人们往往对历史学科素养

的落实存在一定误解：既然强调学生的核心素养，老师讲授会有碍于核心素养的

发挥，影响学生的主体地位。有人认为，历史课是最跟不上时代的，别的学科都

在“做中学”，学生动得起来，就历史学科死气沉沉。于是认为，一堂课 40 分钟，

如果老师讲课超过 10 分钟，讲得再好也不合格;甚至有人提出，课堂的 90%要学

生动，只有 10%要老师讲，历史老师加串词、进行总结就可以了，这才能实现学

生主体性。这样的说法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风行，至今不绝于耳。当下究竟该

不该倡导老师讲授？我们认为，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教法一样，该讲就讲，该

问就问。启发式讲授提倡恰如其分的讲，非但不是学生主体性的障碍，反而符合

历史学科规律与教育规律，恰能推动历史学科思想性落地。 

历史学科并不是技能性的学科，而是包含丰富知识与理论的思想性极强的基

础学科;历史学科中包含工具性的、技能性的内容（如查找文献、形成文字等），

但这些内容要服务于人的思想;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唇枪舌剑，而是实现

思想认识的飞跃。不少人忽略了这一点，误把历史学科当做技能学科，遂生分歧。

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指，历史教育是为了培养下一代，为祖国做贡献;

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都是手段，都是为了达到培养教育下一代的目的;历史工作

者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，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

解;讲历史，首先通过对历史的阐述，讲清楚做人的道理，尤其是做一个社会主

义新人的道理。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以及教育人民，是思

想的深化与价值观的升华，这和技能的掌握完全不同：发生在灵魂深处，大多数

不形之于外。启发式讲授恰好是促成思想飞跃的环节。两千多年前的教育经典论

文《礼记·学记》有一段著名的话： 

故君子之教，喻也。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。道而弗牵则和，强而

弗抑则易，开而弗达则思。和易以思，可谓善喻矣。 

意为老师的教育工作，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明白事理（孔颖达疏：“喻，犹晓

也”）。怎样明白事理呢？这在于老师的启发诱导：引导学生而不牵拉逼迫（孔颖

达疏：“牵谓牵逼”）;劝勉学生而不压制思想（孔颖达疏：“抑者，抑杂也”）;

开导学生（孔颖达疏：“开谓开发事端”）而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答案。引导学生而

不牵拉逼迫，则师生关系融洽;劝勉学生而不压制思想，学生才能感到快乐、易

于学成（孔颖达疏：“师但劝强其神识，而不抑之令晓，则受者和易;和易，亦易

成也”）;开导学生而不包办，学生才能形成思考。古代儒家学者所传授的，基本



上是思想性的学问;所以《学记》所说的情况与历史教学是吻合的。《学记》所说

“和易以思”的状态，给我们带来几个启迪：思想飞跃是人从无知到有知，从惶

惑到明达的过程，和外在的肢体活动不大相关。思想飞跃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

的：一是学生不具备相关知识，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;二是学生即便有相关知

识，也未必能够应用知识解决问题。所以老师抛出问题之后，学生往往不可能瞬

间作答。这种状态并不能说明老师不会教书或学生无能，而是思想飞跃的艰巨性

使然。正如《学记》孔颖达疏所说：“使人晓解之法，但广开道示，语学理而已;

若人苟不晓知，亦不逼急牵令速晓也。”老师针对思想飞跃有促动之功，绝不应

该大撒把，否则学生依旧云里雾里。要之，思想飞跃是内在的，用语言表达出来

并不十分容易;它在相当程度不是形之于外的肢体活动。 

而形之于外的表现，又往往和历史教育不相关。笔者曾经了解到一个令人啼

笑皆非的例子：关于红军长征，老师设计的活动是让学生模拟飞夺泸定桥，学生

做游戏一样匍匐前进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学生历史课上动的是肢体，还是思维？这

个例子，不能不说是对学生主体性的亵渎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讲，只顾历史课上

让学生思维动，但动的不是历史思维，也是缘木求鱼。比如拿大段英语资料让学

生讨论英语问题，相当程度也是形式主义，因为历史老师不是英语老师;历史课

堂上表演戏剧朗诵诗歌，如果表演性过强，就偏离了历史学科的正轨。甚至老师

费尽心思把教学内容设计成学案让学生填空，但学生不理解，只是机械地抄书、

念书，其历史思维也没动，不理解的内容还是不理解。一言以蔽之，忽视了历史

学科的思想性。 

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，思想飞跃既然是复杂的，那么启发式讲授就不大可能

都是华山论剑式的、往来交锋式的互动。在实践中，许多老师使用的启发方法，

主要是针对关键内容的自问自答——老师抛出问题，自己顺着学生的知识结构组

织思路，学生在一定关节点上集体呼应老师（而不是生硬地叫起某个学生作答）。

这照样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思考。因为学生在接到陌生问题与新情境的时候，论

据与思路都可能是混乱的;如果不是对这一问题思考许久，即便有想法也不可能

马上发表意见（笔者曾见过，课堂上老师抛出“哥伦布航海与郑和下西洋的异同”

这一老问题，学生鸦雀无声;课后询问，有学生说见过这一问题，但课堂上被老

师问懵了）。老师的自问自答，就是促成学生加工新旧信息、解决认知矛盾、形

成思路的过程。所以有老师主张，“启发”是个过程而非一次问答，需要把启发

式讲授与简单提问相区别;前者的意义要明显大于后者。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。 

正如专家所言，重视师生之间的精神互动、情感沟通和心灵共鸣，并用“身

教”持之以恒地影响和激励学生;尤其要跳出“处处留痕”的形式主义窠臼，克

制“为表现而表现”的作秀心理——这对当前的文科教育至关重要。我们说，历

史教学中之所以不少环节流于形式，正是因为“处处留痕”的作秀心理作怪。如

果老师的启发式讲授抓住了思想，符合历史学科规律和教育规律，即便没有形式

上的“活动”，也是无声胜有声。 

历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，但它是科学还是艺术，在西方学术

史上存在巨大争议。法国学者布洛赫曾说：“作为人类知识的历史学的性质，在

问题的表述方面还有其特殊的情况。它是‘科学’还是‘艺术’呢？大约在 1802

年左右，我们的老前辈曾乐于就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。后来，大约在 1890

年，人们对早期实证主义的说教感到腻烦，方法论者为公众对他们所谓的历史著

作的‘形式’过分的重视而感到恼怒。艺术之于科学，形式之于实质等等，史学

界居然充斥着如此琐细的争论。”虽然历史学科实证性的内容是否必须拥有艺术



性的形式还是人们争议的话题，但历史教学作为教育人的方式则一定带有艺术性。

高明的老师的讲授，与学生自学之间有着极大差别。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兰克说：

“先生们，请不要鼓掌，说话的不是我，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来说话。”但“历

史”毕竟要通过兰克之口讲出，听众们才会被征服，而其他人未必有这样的感染

力。因为历史教学不是单纯的知识获取与思维训练，还涉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;

师生面对面地互动和情感交流，已经呈现出了艺术性，这是任何程式化的自学手

段不能取代的。 

但当今的历史教学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这点，片面强调历史教学的科学性，

使得历史课高冷、生硬、缺乏人情味。那种认为历史课通过填学案、读材料、学

生多说话老师少说话的方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的观点，就缺失了艺术表现力，明

显把历史教学简单化。我们发现，即便说学生在历史课上“动”了起来，凑够了

课堂大部分时间，也未必多好。因为在课堂上爱表现的，总是若干活跃分子，其

他学生的情况老师全然不能掌控;即便是活跃分子，也未必对历史现象入脑入心。

笔者曾描述过一个案例： 

751 年，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位，创建加洛林

王朝。丕平即位后，为了酬谢教会相助，两次出兵意大利。公元 756年，丕平把

他夺到的意大利中部一部分土地，包括罗马周围地区，送给罗马教皇，史称“丕

平献土”。“丕平献土”，加强了国王和教会的联系，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。这是

这一课的重点知识，所以老师让学生来说，学生把书读了一遍，老师板书后，让

学生标记在书上，说明这是重点。之后继续下面的内容，老师讲卡诺莎之辱，旨

在说明中世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。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矛

盾白热化，教皇开除亨利四世的教阶，亨利四世恐慌，1077年 1月冒着严寒，

翻山越岭，长途跋涉前往罗马“负荆请罪”得到教皇的宽恕。这一课上得很成功，

但是第二次课上课老师问学生们，什么是丕平献土？学生几乎都答成亨利四世被

罚站的故事。 

这能说明，课堂上的学生“活动”未必那么有效。一方面，这个学生说的时

候，其他学生在听吗？未必，他们觉得学生说的又不是老师说的，自己没必要听;

而学生的艺术表现力、科学性、权威性也的确不如老师。另一方面，即便是这个

学生自己说出来，如果内容不能有效地消化，也是说完就忘。这样缺失艺术表现

力的情况，在中学和大学的讨论课上都出现过：老师让学生展示，上面的学生在

讲，底下的学生干别的;甚至是同一小组内部，也是几个主要负责人担任活动的

任务，剩下的人会滥竽充数磨洋工。我们在北京郊区的中学调研发现，越是以学

生念书填学案的模式强调学生的“自主性”，该学校的老师就越不会上课，甚至

老师懒得思考一节课的起承转合、对教学相关的学术问题更是漠不关心。因为机

械的若干程式已经取代了老师起码的思考，历史教学沦为行尸走肉。最终的结果，

是九个学科用同一个无趣的模式，老师不爱教、学生不爱学。这样的例子固然极

端，但也折射出当代教育太过整齐划一的短板：似乎知识与技能就能解决一切，

把人的精神与教育的艺术性抛在脑后。我们说老师的启发式讲授如果到位，也就

是把历史教学当成一门艺术，摆脱束缚人的教条，从精神需求的角度捕捉教学的

要件，教学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。 

启发式讲授带有艺术性。因为这种方式不是排他性的一刀切，而是带有包容

性的教学实践。它顾及了教师和学生、学术与教法、知识与素养、讲授与探究、

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等多个维度，老师要在各种因素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倡导启发

教学的《礼记·学记》言：“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，大信不约，大时不齐。察于



此四者，可以有志于学矣。”是说大德之人，不限于担任某种官职;普遍的道理，

不只适用于某件具体事物;伟大的信用，不需要用誓言来约束;天地时令不可能齐

同;懂得这四点，就领会到求学的根本。这意味着教育作为一种“技”（“官”“器”

“约”“齐”这样有形的层面），不应该束缚学术思想的“神”（“大德”“大道”

“大信”“大时”这样无形的层面）;一旦达成了“神”，“技”就可以被超越，这

也正是《庄子·外物》所谓的“得意而忘言”境界。哪种形式学生更能接受，有

益于发挥历史学科的特征，哪种形式就是合理的。老师完全可以在启发式讲授之

外，采取其他合理的方式推进教学。这不仅要看具体的教学内容、看老师的教学

活动，更要看学生的喜好与素质。 

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体量庞大，对历史学科的素养要求很高。编纂者指出，

教科书从编写体例上给予学生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直观认识，从学习专题设计、

对历史的叙述与功能性栏目的设计中，综合提升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;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，国家主权、海洋

意识及爱国主义教育，法治教育，民族团结教育，生态文明教育等主题也是统编

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重点关注和认真落实的内容。这样重大艰深的教学内容，对于

涉世不深、对历史知识了解甚少甚至无兴趣的高中生来说，单靠学生自学很难完

成的。只有启发式讲授，才可能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统编教科书的教学要求。 

首先，启发式讲授势必要突出重点，与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 年

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新课标”）中大概念的要求相吻合。新课标前言指出，国家“进

一步精选了学科内容，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，使课程内容结构化，以主题为

引领，使课程内容情境化，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”。大概念或是重大历史现

象本身，或是提供某个历史问题的解决方案，或是实现学生价值观转换的途径。

落实大概念需要老师依据新课标要求以及自身的学术背景删繁就简。这样才能为

涵育素养提供可能的空间。如果是学生自学，面对海量的信息就往往会抓不住重

点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不得要领，效率是低下的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《中外

历史纲要（上）》第一课“中华文明的起源”，容纳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的大量

史实，就是历史老师自己阅读也目不暇接。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刚刚开学，一上来

就被大量信息尤其考古资料镇住，晕头转向，仿佛全是重点又无从下手。于是老

师依据新课标删繁就简就必不可少。 

其次，启发式讲授强调重点内容的探究活动，与当今在具体情境下涵育素养

的要求一致。学科素养的涵育，仰仗于历史老师设计的探究活动。郑林教授曾经

指出：“每个单一的素养，只有在和其他素养配合、共同解决陌生、复杂、开放

的问题时，才能达到高层次的水平。历史问题的解决，最终是对历史作出合理的

解释;因此，五个素养的综合运用是以历史解释的形式来实现，即以唯物史观为

指导，以史料为依据，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完成对历史的解释，在解释中渗

透家国情怀，表现出国家认同、民族认同、国际理解等。”我们说，素养好比人

体需要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一样，只有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才能发挥作

用;单拿出任何一种营养元素，脱离人的成长，都是无意义的（即便长期服用维

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元素，人也未必健康，因为还需要环境乃至其他不可控的因

素的配合）。 

比如学生提取材料信息的能力再娴熟，也不过是阅读材料或者应试技巧;只

有把材料内容、已有的历史知识同历史情境结合起来，解决“分封制为什么出现

在周初成康之世而不是其他时段”，“秦王政为什么能在短短十年一统天下而他人

不能”等具体问题时，素养才真正养成。老师的启发就相当于人的成长，是激发



人涵育各种素养的综合性的行为。高水准的历史学科素养不应被人为地简单拆分

成唯物史观、时空观念、史料时证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五块，而是在具体情境

中，运用历史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涵盖了五种素养（甚至更多）。这就要求老

师拿出富于历史感的情境以及有深度的探究问题，而情境与探究问题又取决于老

师的学术背景与教法。比如针对“北宋的政治与军事”中宋初的集权，往往我们

会问赵匡胤为什么集权、集权措施有什么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，但也有老师跳出

这一定势，问宋代统治者为什么重视解决君权旁落、地方尾大不掉的内忧，而忽

视外患问题。这一问题就很高妙。回答这一问题，需要学生融入宋初集权的历史

背景，认识到权臣干政和中央权力旁落才是宋初君臣的心腹之患，而边患问题相

当一个时期内能够通过怀柔政策解决。回答这一问题，学生不仅要言之有据、言

之有理，还势必依据历史背景权衡各个因素的作用，其中蕴含的素养就绝不止一

两种;其关键在于历史老师有没有高屋建瓴的史识。这样的教学只能通过教师的

启发式讲授完成，我们很难想象一般高中生会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教学水准;如

果学生已经具备这样的本领，那么历史教学的意义何在呢？ 

再次，启发式讲授符合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逻辑。一般历史著作的叙述逻辑是，

既要顾及历史发展的框架结构，也要注重历史现象的细节;前者仰仗历史叙事，

后者仰仗历史解释。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是历史著作的两大要素，史家要同时拥

有“历史叙事的艺术”和“历史解释的艺术”，应是不待争辩的真理。史家游走

其间，或侧重于叙事，或侧重于解释。常态课偏重于前者，综合实践活动课偏重

于后者。而这两者的把控，基本在老师而不是学生。比如有老师针对“西汉与东

汉”一课，突出了“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”和“西汉的强盛”两个子目，“东

汉的兴衰”和“两汉的文化”一带而过，将本课线索确定为“汉家的制度变革”：

西汉初年的“无为而治”是对秦制的因循损益，汉武帝时期的“更策改制”突出

了汉家自身的政治建设，两者将西汉从羸弱推向了强盛;“王莽改革”是脱离现

实的失败改革;“光武中兴”试图回归汉家制度正轨，但延续了一系列社会矛盾。

汉朝统治者的“因时而变”和“更策改制”诠释了改革对国家发展的巨大影响。

这一课处理的非常得当，不仅突出了重点，而且搭建了汉家 400年历史发展的框

架，由一条主线贯穿到底。老师不是只讲历史片段，而是叙述出历史轨迹，令人

回味。这样的叙述逻辑，应只能由老师完成。 

最后，启发式讲授有较好的价值观教育成分，和国家立德树人的精神合拍。

老师在启发式讲授的过程中，会依据学生的学情，将是非曲直通过史实叙述表现

出来，而不是生硬地贴标签喊口号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，国家主权、海洋意识及爱国主义教育，法治教育，民族

团结教育，生态文明教育等主题，体现了国家意志。老师通过恰当的事例、生动

具体有过程的情节浸润这些精神，学生才会入脑入心，从而减小形式化的可能。

比如，汉武帝把董仲舒派到凶残的江都王刘非那里当相，主张“春秋大一统”的

董仲舒对刘非的发问，借古喻今进行劝谏，指出“仁人者，正其道不谋其利，修

其理不急其功”。谓人们应该匡扶正义，而不是谋个人的私利;应该了解社会的准

则，而不是贪图个人的功劳，暗示刘非不要称霸。老师铺垫到这一层面，“春秋

大一统”理论的合理性以及董仲舒的人格魅力就能呈现出来。再如长征，有老师

用了这样一段记载：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，平均走 365华里才休整一次，几乎平

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。在 368天中，有 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，有 235天

用在白天行军上，18天用于夜行军。从瑞金出发到达陕北，平均每前进 1 公里，

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生命。这样不必喊口号，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已跃然纸



上。历史教学中浸润的价值观教育，学生自学是难以到位的。司马迁说：“孔子

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

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

切著明也。’”这样的工作，如果不是由孔子承担，而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承

担，其教化人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。 

事实上，“启发”二字源于孔子，《论语·述而》中孔子说：“不愤不启，不

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朱熹的解释：“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

意。”“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”。孔子强调启发的前提，是学生已经具备了一

定的基础，“心求通而未得”，“口欲言而未能”的时候才有启发的可能，这和我

们今天讲的建构主义教学论有很大相似之处。这种“和易以思”的教学方式，符

合低调、内敛、含蓄的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文化心理（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化心理截

然不同），也与历史学科特征不谋而合。历史学科内容大体有两类：一是属于“是

什么”层面的本体知识。二是属于“为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层面的、从本体知识

出发的推论与解释。就历史学科而言，没有前者，后者就无从谈起。课堂的讲授

顾及前者，启发顾及后者，这就是启发式讲授长久生命力所在，道理不言自明。 

启发式讲授的历史相当古老，孔子的“举一反三”中，“举一”是老师的陈

述，“反三”是学生经启发后的思维结果;苏格拉底的“助产术”中，一系列旁敲

侧击的问题是老师的铺垫，而“產”出的答案是启发给学生带来的飞跃。无独有

偶，《论语》490多句中，“子曰”或者“孔子曰”字样占 200句以上，先秦子书

中常见诸子及其弟子问答的“语”类文献，西方也有诸如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一类

语录体文献，这意味着启发式讲授是人们广泛采用的教学手段。作为对后世影响

深远的教学经验，启发式讲授说明人类在漫长的教育探索过程中，能够寻求到种

种普遍性的规律;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，一旦违背就走弯路。

2011年版《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》明确提出，“运用多种方式展现历史发展的

态势，尤其是通过教师清晰明了的讲述，使学生知晓历史的背景、主要经过和结

果，通过具体、生动的情节感知历史，清楚地了解具体的历史状况”。这不仅是

初中历史教学的要求，也是完成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教学任务的有效途径。 

就当代历史教学而言，古老的启发式讲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。 

一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，尊重历史学科规律与教学规律，不能跟风，把偶

然现象当做必然规律，把小概率事件当成大概率事件，把某地区某时间段出现的

某个特殊教育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李芒教授指出，非常态的极端教学状态会导

致日后一系列情绪化做法的出现，冲动和不理性有可能代替应有的反思。因此，

人们必须冷静下来，从思想和行动上回归到最原初的简单和诚实，才能完成作为

学者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的终极使命，人类只有踏在规律之上才能生

存。 

二是我们应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教育经验的价值，它不仅基于中国人的文化心

理与实践经验，而且许多内容也具备普遍适用性。习近平同志指出：“‘求木之长

者，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。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

神命脉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，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

稳脚跟的坚实根基。”我们没有必要、也不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，否则难

免东施效颦、南橘北枳。 

三是不能机械理解发挥学生的主体性，更不能搞形式主义。一方面学生的思

想飞跃可能是无声无形的，我们不能因为课堂不热闹就否定它的价值；一方面学

生主体性的发挥并不简单，学生须具备起码的知识基础，且有参与热情；老师须



给出指向性明确的探究问题，并循循善诱，缺失其中任何一个因素，探究活动都

可能失败。 

四是历史教学不能排斥老师的讲授，讲授和探究并存是合理的。即便是西方

高校，以讲授为主的大课与以探究为主的小班研讨课并存，是常态;我们不能看

到后者否认前者。讨论课受制于人数，几十人的大课组织讨论难度也相当大，故

采取启发式讲授是明智的。 

五是历史教学水准，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外在的花拳绣腿，而在于思想性的内

功;脱离了阅读文献与思考学术问题，试图通过某种程式或套路提高历史教学水

准，基本上是缘木求鱼、徒劳无功。 


